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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学森是一位为中国导弹核武器研制作出杰出贡献的战略科学家。他主持制订中国导弹发展计划，创

建导弹科研与设计体系，指导设计队伍掌握导弹设计技术，建立型号研制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带领研制队伍

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作为“两弹结合”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及时组织研制出“东风二号甲”导弹，部署

与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还协助聂荣臻指挥飞行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钱学森的科研理念与管理思想，

对当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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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与导弹是二战期间问世的两大新式武器，

它们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合作把科学最新成就应用到工

程技术领域的产物。原子弹是一种核武器，可以使用

多种运载工具投送，采用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地地导弹

是最有效的运载工具。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颗射向目

标的子弹，导弹就是把子弹发射出去的枪。20世纪50

年代中后期，苏联、美国等先后把原子弹与导弹结合

起来，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导弹核武器。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拥有强大的进攻性武器是最有效

的防御手段。为此，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决

定发展核工业和导弹工业，以建立核反击能力，保障

国家安全。1966年 10月 27日，中国在本土进行导弹

与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

突破并掌握导弹核武器技术。这是中国在经济与物

质、技术水平都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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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伟大成就。钱学森是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的领军科学家。然而，现有的专业性文献很少谈及钱

学森与导弹核武器研制问题[1-3]，与此相关的纪实作品

多为叙述性故事[4,5]，以至于对钱学森与中国导弹核武

器研制工作的关系仍缺乏学理性解释。本文从钱学森

科研思想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他参与组织中国导弹核武

器研制的理念与实践，总结成功经验，以为当前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之借鉴或激励。

1 中国核武器与导弹研制系统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着手为发展国防

尖端技术做准备。1950年 5月，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

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1955年 1月 15日，毛泽东主席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

策。195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导弹工业的

决策。当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其组织

6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

期间，钱学森主持制订“喷气和火箭技术”规划，王

淦昌主持制订“原子能和平利用”规划，分别把研制

导弹与原子弹作为重要任务。而且，分管国防科研的

聂荣臻副总理在国防项目规划中提出：“鉴于原子弹

的临界体积缩小，应研究应用于火炮的弹体和导弹弹

体，以及水雷的原子弹头”[6]。可见，导弹核武器成

为科学规划确定的重大目标。另外，科学规划委员会

特别提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和计算技术

作为“四项紧急措施”。这四项新技术是当时世界科

技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展开竞争的制高点，他们

与原子弹和导弹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四项紧急措

施”的确定，钱学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

最初，国务院成立“三人小组”（陈云、聂荣臻

和薄一波），负责指导核工业筹建工作。1956年11月，

国务院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 2月改名为第二

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主管铀矿勘探、

开采、冶炼和核工业建设与发展。同年12月，第三机

械工业部与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实行部、院双重领导，以部为主。此时，该所已发展

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

基地。1958年 7月，该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

究所。

中国筹建核工业和导弹工业之初，苏联给予了许

多帮助。1957年 10月 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

“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决定在原子弹、导弹等方面

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随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导

弹与核工业研制、生产与试验基地。1958年 1月，二

机部成立九局，主管核武器研制、生产和基本建设，

李觉担任局长。同年 7月，九局设立九所，准备接收

苏联即将提供的原子弹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 6月

20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暂时不提供原子弹模

型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再说[8]。面对外援突然中断

的形势，二机部根据中共中央精神提出“三年突破，

五年掌握，八年研制出原子弹”的目标，开始独立探

索原子弹的设计。

在导弹方面，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

央军委会议上宣布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领导

筹建导弹研制机构，由聂荣臻担任主任。同年 10月 8

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成立，

钱学森担任院长。“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聂荣

臻决定由五院负责仿制苏联导弹的技术工作，生产任

务由工业部门承担。到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

时，五院基本上完成 1059 导弹（P-2 导弹仿制代号）

的仿制任务，并开始独立设计。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开始布局国防尖

端技术研究。《十二年科技规划》制订任务结束后，

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立即落实“四项紧急措施”。

据此，中国科学院成立电子学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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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中国

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设立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培

养人才，开展研究。1960年 3月，中国科学院以核技

术和火箭技术为重点提出《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

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同年7月，又成立

新技术局，归口管理承担国防尖端技术工作的研

究所。

这样，中国围绕“两弹”研制任务形成了二机

部、五院和中国科学院这三大系统。为了加强对这些

系统工作的领导和协调，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扩

大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组建国防部国

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委”），统一

领导核武器、导弹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由聂

荣臻担任主任。1962年 11月 16日，中共中央又批准

成立 15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作

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最高协调与决策机构，周恩来担

任主任委员。1965年 2月 3日，中央专委决定将导弹

研制工作纳入管辖范围。此后，“两弹”研制工作在

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2 钱学森与导弹科研及设计体系的建立

五院成立之时，国内没有任何导弹技术的积累，

但自主设计的导弹在1964年6月29日试飞成功，及时

为开展“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提供了运载原子弹的工

具。五院为何能够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研制出导弹？

要揭开其中的奥秘，必须深入认识钱学森发展导弹工

业特别是创建导弹科研与设计体系的理念与实践。

根据钱学森在 1956 年 2 月 17 日提交的《建立我

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9]中提出的设想，导弹研制

机构包括领导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设计研究机构和

生产工厂。这里，钱学森将科学研究机构分成 2 类：

① “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设在导弹研

制机构；② “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可设在中

国科学院。在筹建顺序上，他提出“研究、设计和生

产三面并进”、以研究和设计为中心。根据当时形势，

他建议“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

然后兼及研究”，积极向苏联争取援助，最终目标是

建立能够独立研制各类导弹的科研、设计与生产

体系。

五院成立后，钱学森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技术主

帅。在他主持下，五院设立总设计师、空气动力、发

动机、控制系统等10个研究室。这些研究室承担导弹

研制，以及“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工作。前者

包括研究、设计、试制和试验等环节，是针对具体的

工程研制任务或目标而开展的研究工作。后者即预先

研究，是针对导弹未来实际应用的潜在可能性而开展

的研究工作。为了加强电子技术力量，钱学森等于

1957年11月9日向聂荣臻呈送《关于导弹研究院体制

意见的报告》，提出以总参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

为基础，与五院后五室合并，成立五院二分院[10]。同

年11月16日，五院成立一分院和二分院。一分院负责

弹体、结构与发动机的研究设计；二分院负责控制、

制导的研究设计。此后，这种专业研究院成为五院的

基本组织体制。

1956年 1月 6日，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数学

研究所力学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力学所”），由钱学森担任所长。他以技

术科学思想指导建所工作，要求力学所一方面“为国

防建设事业中的喷气技术服务”，另一方面解决经济

建设中的力学问题，引领新型工业技术发展[11]。据

此，他在力学所部署许多与导弹和火箭技术相关的

“长远及基本研究”，重在探索新方向与新原理，为五

院导弹和火箭研制探路，以加速型号研制进程，使国

家有限的科研投入得到最合理的使用。此后，钱学森

坚持这种定位与分工。例如，1961年5月18日，钱学

森召开会议为力学所与五院一分院确定五大协作研究

课题，目的是为五院型号研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

验数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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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院专业研究院体制的长处在于分工明确，有利

于各个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但转入自行设计阶段后，

专业研究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和矛盾，尤其是指

挥协调关系过于复杂，导致效率低下，不能适应型号

研制技术抓总的要求。根据钱学森的建议，1963年 9

月14日五院决定从专业研究院转变为型号研究院，即

一分院集中力量研制地地导弹，二分院集中力量研制

地空导弹，三分院集中力量研制海防导弹[10]。每个分

院主要负责一类型号的总体、分系统的研究设计、试

验和试制，各成体系。1964年 4月 4日，五院又以固

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为主体组建四分院，作为固体导

弹的总体院。

1965年 1月，第七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七机

部”） 成立，钱学森担任副部长。他协助王秉璋部

长，根据研制工作需要从型号研究院与系统工程管理

角度提出调整研制机构的一整套想法，即型号研究

院、总体设计部、系统专业研究所、试制工厂序列。

同时，设立一系列独立于型号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所，

它们是服务于七机部系统的部管直属研究所，为各个

型号服务，实行部和所在研究院双重领导。钱学森对

型号研究院的职责定位非常清晰——以科研与设计为

主导，科研生产相结合，构成七机部自主研制、技术

创新的主体[4]。特别是，型号研究院突出总体的思想

使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运行畅通，技术协调更为

顺畅。经过调整和建设，七机部形成以型号研究院为

主体的科研、设计、试验与生产体系，并建立导弹核

心技术体系，从而为自主研制各类导弹奠定了科学高

效的研究体制与管理模式。

3 钱学森带领导弹研制队伍走上自主研制
道路

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P-2等

4种导弹，并派专家帮助开展仿制。1960年11月5日，

五院仿制的 1059 导弹发射成功。但它的性能比较落

后，不符合作战要求。况且，五院在仿制过程中只是

学会了导弹制造与生产技术，还没有掌握设计技术。

为此，五院自1960年5月开始在1059导弹的基础上改

型设计“东风二号”导弹。1962年3月21日，首次飞

行试验不幸失败。在钱学森组织下，设计人员迅速从

技术上找到了失利的关键原因——总体设计考虑不周

全与发动机结构强度不够。经过重新设计，1964年 6

月29日复飞取得成功。在重新设计过程中，钱学森着

重在导弹研制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3.1 采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确立型号研制程序

（1）钱学森特别强调在总体思想指导下进行工

程研制管理的重要性。当时，钱学森提出 2 个观点：

① 要有总体设计部，对一些扯皮的复杂问题，从总体

优化的角度加以协调。② 系统工程。他将总体设计部

作为总设计师的办事机构，提升它的地位，加强它的

协调功能。1962年，他对大家说：“系统工程是美国

在研制北极星导弹系统中提炼出的一种工程管理方

法，比较高效、科学，叫作‘计划协调管理技术’，

注重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我们要把这种观念应

用到我们的导弹研制管理中来。”[13]为此，五院一分

院总体设计部把有关计划协调管理技术（PERT）的资

料翻译出来，发给大家学习、研究和借鉴。同时，要

求设计人员深入研究“东风二号”改型设计过程中哪

些地方是关键，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并采用计划

协调管理技术制订一个方框流程图，作为共同的行动

计划。同时，五院总院和各分院都成立调度室，按照

共同行动的计划进行调度和组织设计师进行协调，有

条不紊地推进型号研制。后来，这个调度系统演变成

为型号指挥调度系统，与已经建立、属于设计师系统

的技术指挥系统一起，构成型号研制的两大指挥系

统。七机部成立后，将这两大指挥系统贯彻到型号研

究院，对导弹、火箭及航天器的研制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2）研究型号研制规律，确定型号研制程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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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森组织设计人员在总结“东风二号”设计的经验与

教训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导弹型号研制规律和程序的

探索。经过反复分析、讨论和争辩，最后确定型号研

制包括8个阶段（即确定任务、制订方案、初步设计、

技术设计、试制、综合试验、定型、移交）和 5个程

序（即指标论证阶段、方案阶段、初样阶段、试样阶

段和定型阶段） [14]。并且，五院将此作为型号研制工

作的必经程序，要求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3）研究并确定地面试验程序。当时，钱学森要

求“东风二号”修改设计的重点放在解决可靠性上

面，能在地面充分做的试验一定要在地面创造条件做

透，不带问题上天。1962年11月，五院颁发《关于东

风二号地面试验的初步意见》，规定对导弹进行5类19

项地面试验，其中在发射试验之前需要进行4类17项

地面试验[14]。此后，这套试验程序成为五院型号研制

工作遵循的共同准则。

五院通过对“东风二号”改型设计的磨炼，掌握

了导弹设计技术，确定了型号研制程序和地面试验程

序，实现了从仿制到研制的蜕变，为自主研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3.2 主持制订地地导弹“八年四弹规划”

1961年 6月初，聂荣臻就地地导弹研制提出“三

步棋”的意见，即探索一种、研制一种、生产一种，

这样安排可以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15]。为了贯

彻这个思想，1962年 2月初，钱学森在五院发起成立

由各个方面专家组成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五院科技委

设置16个专业组，各个专业组根据型号研制需要制订

本专业的科研规划，部署预先研究课题，为今后的型

号研制提供技术储备。1963 年 4 月 2 日—5 月 16 日，

五院科技委召开首届年会，讨论地地、地空和海防导

弹的技术途径和发展步骤。其间，地地型号组组长屠

守锷作了《地地导弹发展技术途径与步骤》的报告，

提出地地导弹由近程、中程、远程向洲际发展的

步骤。

1965年2月3—4日，中央专委第十次会议确定地

地导弹研制分为两个阶段：1964—1968 年为第一阶

段；1969—1972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同时研制 2

种射程的中程导弹；第二阶段制造远程导弹，并争取

在1975年以前研制和试制洲际导弹。第一次“两弹结

合”试验，使用“东风二号”进行，并迅速提高射

程[10]。会后，周恩来委派中央专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赵尔陆到七机部，就地对地导弹研制规划问题发动群

众开展大讨论。钱学森是这项规划制订工作的主持

人。期间，他殚精竭虑，经常夜不能寐。在确定导弹

战术、技术指标时，他既要考虑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

方案，又要考虑有无预先研究的技术基础，以及可行

性如何。他经常深入基层，与技术人员一起讨论问

题，理清思路，亲自审查他们的计算结果。他告诉大

家，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思路是既要有先进性，也要

有继承性，要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花比较少的经

费，研制出性能指标优良的系列产品[5]。在大讨论形

成的共识，以及屠守锷的《地地导弹发展技术途径与

步骤》的报告基础上，七机部形成《地地导弹发展规

划（草案）》，即在1965—1972年研制“东风二号甲”

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

远程导弹和“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简称“八年四弹

规划”。1965年 3月 20日，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原

则批准“八年四弹规划”和进度安排[10]。此后，七机

部按照这个规划自主研制地地导弹，走上了系列化发

展道路。

4 “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随着导弹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相继取得重要突破，

“两弹结合”试验成为中央专委主抓任务中的重中之

重。1963年12月5日，中央专委第七次会议决定核武

器以发展导弹核弹头为主，要求加速这方面的研

制[16]。1964年12月4日，国防科委就导弹和原子弹进

行“两弹结合”问题的实施方案向中央军委作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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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需要开展的主要工作：① 改进“东风二号”

的战术技术性能，使射击精度、使用性能符合作战使

用要求；② 改进原子弹头的技术性能，使其在重量、

尺寸、威力等方面满足运载工具所提出的要求；③ 解

决“两弹结合”的协调与配套问题①。其中，二机部

负责研制适合导弹运载的原子弹头，七机部负责研制

运载原子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

4.1 七机部研制“东风二号甲”导弹

从实战角度看，“东风二号”有许多不足之处，

射程也不到1 000公里，所以五院没有按此状态定型。

当时，周恩来提出要提高“东风二号”的射程，使其

成为一个具有实战价值的武器。1964年11月，五院一

分院提出“东风二号”增程的初步方案，主要有 2项

改进：① 发动机推力由 40.5 吨提高到 45.5 吨；② 控

制系统由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改为全惯性制导方案。

另外，射程增加至 1 200公里。增程后的导弹被命名

为“东风二号甲”，全长 20.9 米，最大直径 1.652 米，

起飞质量 29.8吨，推进剂为酒精和液氧，尾部有 4个

三角形尾翼。1965年3月20日，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

议要求加快研制“东风二号甲”，为“两弹结合”试

验做准备。

“东风二号甲”的研制是在钱学森直接指导下开

展的。1965年 1月 3日，七机部一院完成总体方案设

计。随后，对发动机、控制、弹头、遥测等分系统进

行改进设计。发动机经过改进，推力能够稳定达到

45.5 吨的水平。控制系统全部采用全惯性制导方案。

弹头采用玻璃增强塑料材料防热层，可使壳体工作温

度降到 100摄氏度左右。为了弄清再入时弹头各部分

工作状况，并给原子弹头提供飞行环境数据，需要解

决再入测量问题；研制人员创造性地提出利用穿甲弹

回收磁带的硬回收方案，并成功解决高速撞击带来的

难题。为了采取多种手段获取再入参数，研制人员在

研究硬回收的同时研制出弹射回收装置。另外，遥测

系统增加了测量流量、液位、振动参数等。同年11月

13日，“东风二号甲”举行首次飞行试验，一举成功。

紧接着，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进行了7次发射，

6发成功，1发失败。这8发导弹飞行试验表明，全惯

性制导方案是成功的，射程和精度也满足设计要求，

还测量了被动段参数，为“两弹结合”试验提供了相

关数据。随后，一院又开展提高可靠性和改善使用性

能的修改设计工作。

4.2 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试验的准备与实施

只有解决原子弹与导弹结合的问题，才能算真正

拥有导弹核武器。因而，国防科委于1963年3月就着

手部署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试验的预先研究任务，代号

为“140任务”。同年10月，为摸清“两弹结合”的技

术关键，五院一分院开始进行 140任务的试设计。随

后，一分院总体设计部一室（总体室）与四室（弹头

室）抽调专人组成“两弹结合”小组，代号为“140

小组”，负责设计工作。1964年2月，聂荣臻提出要解

决核弹头问题，应在不影响当前研制任务的前提下积

极进行“两弹结合”的准备工作，并决定邀请钱学

森、钱三强论证方案。同年 5月 4日，聂荣臻再次提

出：“原子弹头的设计工作，钱学森、钱三强都要参

加。二机部与五院在这项任务中是相互服务的关系，

不是谁帮谁。五院和二机部应分别指定人共同组成总

设计师室，要互通情况，大力协作。”[15]随后，在钱

学森协调和安排下，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

称“九院”）几位负责原子弹头总体方案设计的人员

来到五院一分院了解情况，双方商定在导弹头部安装

原子弹头的要求和基本参数。同年7月29日，五院一

分院邀请九院邓稼先介绍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及试验

情况。随后，140 任务由试设计转入正式研制阶段。

同年 9月 17日，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就“两弹结合”

① 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编辑委员会 . 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记（1957—1987）. 北京: 航天工业部, 198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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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部署，决定二机部和五院共同组成方案论证小

组，开展“两弹结合”的研究设计，由五院抓总[4]。

这样，钱学森就成为这项任务的技术负责人。同年12

月14日，五院提出“两弹结合”的总体方案，以及外

部外形尺寸、头部加温系统方案的报告。

采用导弹运载的原子弹头，不仅在体积和重量上

要大幅减小，而且要适应复杂与严苛的导弹飞行环境

与条件，研制工作难度很大。1964年 4月，九院开始

在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基础上，结合导弹飞行环境与

条件开展原子弹头的理论设计和结构设计，还进行了

一系列试验验证。到1965年6月底，九院完成原子弹

头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并与

七机部一院商定原子弹头与“东风二号”头部壳体连

接结构方案。然后，他们对核装置和引爆控制系统的

一些部件和整件进行了振动、离心加速度、冲击和温

湿度等试验。其间，他们突破运输模拟试验技术和设

备的限制，专门进行了时速40公里、距离几百公里的

原子弹头公路运输试验[1]。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研究

与试验，确定了原子弹头装入导弹头部的技术参数。

在保证一定爆炸当量的前提下，原子弹头的体积与重

量都已大为减小，符合装弹要求[17]。

由于原子弹的保密级别比导弹高，五院可以把导

弹的情况告诉九院，而九院不能把原子弹的情况告诉

五院。这让五院设计人员不能接触原子弹实物，更不

知晓原子弹的技术参数。在钱学森向上级部门汇报和

协调之后，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经过上级部门批准，

两家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保密界

限，特批140小组的部分设计人员进入九院总装车间。

1965年6—8月，由九院朱光亚带队，七机部一院一部

四室朱桂芳等 14 人到九院青海 221 基地开展技术协

调。导弹设计人员不仅见到了原子弹实物，还了解了

总装过程；原先担心弹头容积不够，见到实物后心里

踏实了——只需调整一下电缆安装位置，不需要更改

弹头外形就能装得下原子弹头，四周还留有10毫米的

空隙[4]。

1965 年 3 月 20 日，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要求

二、七机部抓紧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

最初，二机部提出用于导弹运载的原子弹头试验只搞

“冷”试验（不装核燃料），“热”试验（装核燃料引

爆） 放在地下进行。周恩来也同意这个方案[15]。然

而，二机部九院专家们在 1965 年 12 月中旬提出，原

定的地下核试验方案考验不了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状

态下的状态参数是否符合实战要求，希望采用把原子

弹头装在“东风二号”导弹上进行全射程的实际飞行

状态下的核爆炸试验，但是担心导弹不保险。对此，

聂荣臻认为这个试验方案“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下

此决心[15]。”这些意见被提到中央专委会议上讨论。

1965 年 12 月底，中央专委第十四次会议研究和讨论

“两弹结合”试验方案，周恩来指示国防科委、二机

部等单位多做几个方案，相互进行比较。会后，国防

科委立即组织二机部、七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进行研

究，得出的结论是检验“两弹结合”试验效果最好的

方案是实施导弹全程飞行“热”试验，这样既能达到

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要求[18]。

1966年3月11日，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国

防科委提出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方案。经过权衡

利弊，会议决定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

毁的 2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

行“热”试验[17]。会上，周恩来强调：“中近程地地

导弹弹头冷热试验要准备好，在 8月底前完成‘两弹

结合’的一切准备工作，七机部要千方百计防止导弹

中途掉下来，万一掉下来，二机部要保证弹头不出现

核爆炸，二、七机部互派工作组深入有关院、厂进行

工作，工办检查落实。”[19]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十六

字”方针，为做好“两弹结合”试验的技术协调，钱

学森要求明确“两弹结合”技术协调负责人。据此，

国防科委决定成立“两弹结合”技术协调小组，七机

部一院总体设计部主任谢光选担任组长，二机部九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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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部主任龙文光担任副组长。他们的任务是在导弹

头部密封舱内为原子弹头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环

境，并让密封舱具备减振和缓冲功能，使原子弹头免

受过大的冲击与振动。经过集中攻关，这些技术难题

均被一一攻克。同时，还开展了原子弹头与导弹完全

结合的多项综合性试验，如振动、冲击、静力、噪

声、运输等，满足了飞行试验的强度要求[5]。1966年8

月31日，国防科委批准“两弹结合”试验方案。根据

周恩来的安排，钱学森与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在1966年

10月初飞往酒泉发射试验基地，组织 1次导弹安全自

毁系统的空爆试验，再组织 2次“冷”试验。同年 10

月 7日，“东风二号甲”成功地实施了安全自毁试验；

10月 13日、16日，在“东风二号甲”飞行试验弹上

进行了 2次“冷”试验，均获成功。这表明已完全具

备进行“热”试验的条件。钱学森认为确有把握后，

上报中央专委，等待下达试验命令[9]。

1966年 10月 2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专门会

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飞行“热”试验

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再次研究和讨论飞行

“热”试验的安全性问题。关于核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安全自毁系统能不能保证不出问

题，钱学森和李觉汇报说：“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多次

模拟试验，前些日子还真刀真枪地炸了一颗，证明非

常可靠。现在这枚弹上的安全装置，也已经作了全面

检测，各项参数都符合要求。”钱学森还告诉周总理：

“导弹掉在柳园地区的概率为十万分之六，其安全程

度，比总理您乘坐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非洲

访问的安全性还高呢。”[4]会上，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去

酒泉基地主持这次试验。1966年 10月 25日下午，聂

荣臻乘机飞往酒泉基地，晚上听取张震寰、基地代司

令李福泽，以及钱学森和李觉等的汇报。最后，批准

用于正式试验的导弹、原子弹头分别在 1966 年 10 月

26日晨运往测试阵地[15]。

1966年 10月 27日上午 9时 10秒，核导弹在酒泉

基地点火后腾空而起，飞行894公里之后，核弹头于9

时9分14秒在新疆核试验基地上空的预定区域实施核

爆炸。爆炸当量约为1.2万吨梯恩梯（TNT）炸药，与

理论设计值完全吻合。次日上午，聂荣臻在酒泉基地

召开的庆祝大会上讲话。他说：“这次试验，是在过

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

的更高级的试验，是带有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

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

量也很好。”[15]1966年 11月 3日，聂荣臻到新疆核试

验基地弹着区察看核弹头爆炸投影点地区被烧成玻璃

体的地面。当获知这次核爆炸的实际爆炸高度，比预

定高度仅偏高##余米，实际爆心投影点距预定投影点

仅偏近##米、偏右##米时，十分高兴地对身边的张震

寰、钱学森、李觉等人说：“我们的中近程地地导弹

能达到这样准确，核弹头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得这样

可靠，是很不容易的，真了不起。这说明我们的技术

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15]通过这次试验，中国

获得了核导弹研制、试验与定型的完整经验。

5 结语

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成功，是中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的代表性成就，意味着中国

在当时世界最新且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其中，钱学森作为导弹技术主帅，领导创建导弹

科研与设计体系，指导研制队伍掌握导弹设计技术、

建立型号研制程序与系统工程管理方法、研制出“东

风二号甲”导弹，以及解决与原子弹结合的大量技术

问题，还协助聂荣臻指挥“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并取

得圆满成功。

回顾钱学森与导弹核武器研制与试验的历程，可

以获得许多启示。

（1）中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研制出导弹核武器，

关键原因在于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的科研思想通过举

国体制得到贯彻和实施。换言之，集中型举国体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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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科研思想结合起来，可以比

较快地实现分散型体制无法达到的目标。需要指出的

是，举国体制适合用于科学原理清楚、研制目标明

确、技术上可行的重大工程研制领域，但在前景不

明、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基础研究领域不能显现出优

越性。

（2）发展高科技事业必须走自主研制之路，建立

科研与设计体系，按照型号研制规律与程序开展研制

工作。五院、二机部负责型号研制任务，他们在组织

体制与管理模式上虽有差异，但都建立起完善的科

研、设计与生产体系，科研与设计是龙头和核心。各

类机构根据各自的定位与职责各司其职，协同攻关，

从而保证研制目标的如期实现。

（3）必须加强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组织的

科学研究，指的是具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或为国家现实

需求服务的研究工作，它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与

基础研究存在着显著差异。按照钱学森的科学理念，

这部分研究工作属于技术科学工作，担负着为工程技

术开辟新方向、新途径的重要角色，或为产品型号研

制提供理论指导或实验数据，但不设计具体产品。在

“两弹”研制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并非型号工程研制

的抓总单位，但钱学森根据导弹和火箭研制需要在力

学所安排了许多有组织的科学研究项目，为五院导弹

和火箭型号研制突破了多项关键性技术，作出了不可

或缺的贡献。而且，带动了相关学科的知识积累与理

论创新。

（4）现代高技术产品型号研制是一项牵涉面十分

广泛、结构与层次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科

学高效的决策、协调与管理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决

策与协调机构，自不必说。在型号研制部门，也须建

立符合型号研制规律的组织体制，采用系统工程管理

方法。这样，才能正确处理总体与分系统的关系，使

技术协调与管理渠道畅通无阻，从而保证研制质量与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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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Xuesen and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Chinese missile nuclear weapons

JIANG Yup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Qian Xuesen is a strategic scientist who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issile nuclear 

weapons. He presided over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missile development plan, established the missile research and design system, 

guided the design team to master the missile design technology, established the model development system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ethod, and led the development team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the technical leader of the “Combination 

of Two Bombs” test, he promptly organ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ngfeng 2A” missile, deployed and solved many ke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also assisted Nie Rongzhen to command the flight test and achieved complete success. Qian Xuesen’s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management though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

reliance work.

Keywords Qian Xuesen, missile, atomic bomb, “Combination of Two Bombs” test, missile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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